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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国家层面的经济增长目标数据来源于中国历年《政府工作报告》，201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国家层面经济增长目标采用

区间形式，具体设定为“6．5%～7%”，本文采用上下区间的平均值即 6．75%表示。省级经济增长目标数据说明详见本文第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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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中国 2000—2017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在运用 DDF-GML生产率指数测度各省绿色全要素生产
率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经济增长目标约束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经
济增长目标显著抑制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工具变量估计以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表明研究结果是稳

健的。机制检验发现，经济增长目标主要通过技术效应、结构效应和土地财政效应三条途径降低绿色全要素
生产率。异质性分析发现，在所处地区、所处经济发展阶段以及经济增长目标完成情况不同的省份，经济增
长目标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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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开放 40多年来，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能源、资源和

环境问题。在新的历史时期，提升绿色发展水平不仅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解决中
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内在要求，而且是推动中国经济进一步持续健康发展、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必然
选择。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绿色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
并首次将“建设美丽中国”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探究绿色发展
的评价标准和影响因素已成为经济学研究的热点问题。
与此同时，经济增长目标管理是宏观经济管理的基本方式之一。自 1950 年以来，至少有 49 个发

达和发展中国家一直或曾经定期公布经济增长目标［1］。从中国的情况看，政府通常会在每年年初的
政府工作报告中公布当年的经济增长目标，指导辖区当年的经济发展。并且，在经济增长目标的设定
上，“层层加码”现象普遍存在，即相对于上级政府制定的经济增长目标，下级政府制定的经济增长目
标往往更高［2］。图 1绘制了 2000—2017 年国家层面和省级平均经济增长目标①。观察图 1 可以发
现，所有年份省级平均经济增长目标均超出国家层面经济增长目标。同时，在考察的 30 个省份中，每
年至少有 24个省份制定的经济增长目标高于国家层面。
关于绿色发展的影响因素，已有研究分别从经济增长［3］、环境规制［4］、科技创新［5］、金融发展［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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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00—2017年国家层面和省级平均经济增长目标

对外直接投资［7］、城市化［8］和经济集聚［9］

等视角进行了较为全面地考察，但鲜有文

献关注经济增长目标约束对绿色发展的

影响。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看，平衡好
经济增长目标与绿色发展二者间的关系，

在实现既定的经济增长目标的同时，保持

较高的绿色发展水平，也是高质量发展阶

段的重点任务之一。由于绿色全要素生
产率是在综合考虑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后
的一个综合指标，从而其增长的快慢能够

很好地体现一个国家和一个地区的绿色发展水平［5］。因此，深入研究经济增长目标约束与绿色全要
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探究其内在影响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图 2 描绘了在控制省份
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后，经济增长目标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①。

图 2 经济增长目标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观察图 2可以发现，经济增长目标与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

关系，即经济增长目标越高，地区绿色发

展水平越低。这一经验事实的存在，可能
是因为经济增长目标对地方政府行为具

有激励和约束双重作用。一方面，经济增
长目标体现了地方政府对辖区经济建设

的决心和信心，经济增长目标的完成与否

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政府官员的晋升和政

治前途，从而能够加强政府官员的工作热

情，提升政府官员工作的努力程度，并激
励着政府官员更好地完成经济增长目标。另一方面，经济增长目标对地方政府行为具有重要的约束
作用，为了完成特定的经济增长考核目标，地方政府可能存在“重经济增长、轻绿色发展”倾向，在环境
规制方面实行“逐底竞争”策略［10］，甚至不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完成经济增长目标［11］。在激励和约
束的双重作用下，可能导致地方政府采取粗放式、外延式的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增长目标，从而不
利于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
如果上述假设是成立的，那么，经济增长目标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机制有哪些? 这种影响是

否具有异质性? 基于中国 2000—2017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在科学测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
本文对经济增长目标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然后分别从技术效应、结构效应和
土地财政效应三个方面考察了经济增长目标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机制，最后分析了不同地区、不
同经济发展阶段以及不同经济增长目标完成情况下经济增长目标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异质性影

响。本文不仅从理论上丰富了绿色发展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而且为高质量发展阶段平衡经济增长
目标与绿色发展提供了参考依据。
二、研究假说
基于前文的分析论证和现有研究的理论基础，本文认为，经济增长目标主要通过技术效应、结构

效应和土地财政效应三条途径影响绿色发展。图 3描绘了经济增长目标影响绿色发展的具体机制。
( 一) 技术效应

一方面，虽然既有的经济学理论表明，技术创新能够促进长期经济增长，但经济增长目标的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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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经济增长目标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途径

主要是针对短期经济增长而言的，

政府官员在其有限的任期内，关注

的也往往只是短期经济增长。因
此，为了确保完成事先制定的经济

增长目标，地方政府在配置财政资

源时，可能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有

利于促进短期经济增长的领域中

去，并对有利于科技创新水平提高

和长期经济增长的教育、科技等领域的投入产生“挤出效应”，从而抑制了创新水平的提高。另一方
面，投资被认为是推动地区短期经济增长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12］，在经济增长目标的驱动下，地方
政府可能通过加大基础设施投资等方式增加投资。刘淑琳等［13］研究发现，经济增长目标每提高 1 个
百分点，将导致地区投资提高 0．44个百分点。投资的快速增长可能引发过度投资、重复投资和资源浪
费等现象，并导致投资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降低，从而不利于区域创新水平的提高［14］。同时，地方政
府基础设施投资支出的增加同样可能挤占科技创新投入，降低区域创新水平。此外，对于企业而言，
基础设施投资的增加将会导致社会总需求增加，市场利率提高，进而导致企业融资成本增加，为了减

少成本，企业可能被迫采取削减研发支出、降低研发投入等策略，从而抑制了区域创新水平的提
高［15］。进一步地，区域创新水平会进一步影响绿色发展，已有研究表明，科技创新能降低雾霾污
染［16］、提高能源利用率［17］和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5］。由此可见，经济增长目标会抑制科技创新水
平的提高，进而降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 二) 结构效应

经济增长目标会同时影响地方政府的投资行为和引资行为，进而影响到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从
投资行为看，为了实现经济增长目标，地方政府的过度投资行为可能对私人投资产生“挤出效应”，甚
至会挤占新兴产业的发展空间，从而不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从引资行为看，经济增长目标可能
促使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时，优先选择能够带动地区短期经济增长的企业，从而可能导致地区产能过

剩、扭曲地区的资源配置，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负面作用［18］。余泳泽和潘妍［19］研究发现，经济增长目
标显著降低了生产性服务业和高端服务业占比，抑制了地区服务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进一步地，产业
结构水平较低往往意味着高污染、高能耗产业占比较多以及高端产业和新兴产业占比不足，从而在生
产过程中使用更多的能源，产生更多的污染排放，不利于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韩晶等［20］基于中国
2006—2015年 26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产业结构高级化显著促进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
高。由此可见，经济增长目标会抑制产业结构升级，进而降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 三) 土地财政效应

经济增长目标主要从两个方面影响地方政府土地出让策略。一方面，土地财政是地方政府推动
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为了完成经济增长目标，地方政府可能会利用其在土地市场的垄断权，通

过扩大土地出让规模等方式获得更多的土地出让金，用于基础设施投资和推动地区经济增长。胡深
和吕冰洋［21］研究发现，经济增长目标对土地出让规模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经济增长目
标的提高会导致地方政府面临更大的财政压力，较大的财政压力会进一步驱使地方政府通过土地财

政的方式缓解财政压力。Deng et al．［22］研究结果显示，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之比的提高会导
致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面积的增加。赵文哲和杨继东［23］发现，财政缺口的增加会使得地方政府倾向于
使用招标和拍卖的方式增加土地出让面积，以获得更高的土地出让收入。因此，经济增长目标的提高
会增加地方政府土地财政依赖度。进一步地，土地财政带来的大规模工业用地开发会导致污染排放
增加，从而不利于绿色发展水平的提高。李斌和李拓［24］基于中国 2000—2011 省际面板数据，运用动
态面板模型，证实了上述逻辑，即土地财政规模扩张会加剧环境污染。由此可见，经济增长目标会增
加地方政府土地财政依赖度，进而降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综合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两条核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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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假说。
H1: 经济增长目标会抑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H2: 经济增长目标会通过技术效应、结构效应和土地财政效应三条途径抑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

提升。
三、研究设计
( 一) 模型设定

本文考察的核心问题是经济增长目标对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为此，本文设定的基准模型如下:

GTFPit = β0 + β1Targetit + β2Xit + μi + ηt + εit ( 1)
其中，i和 t分别表示省份和年份。GTFP为被解释变量，表示绿色发展水平，借鉴邹璇等［25］ 的研

究，本文使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这一综合指标来衡量。Target为主要解释变量，表示经济增长目标; X
为其他一系列控制变量。μ和 η分别为省份和年份固定效应，ε为随机误差项。本文主要关注 Target
的估计系数 β1，若 β1 显著为负，则意味着经济增长目标约束抑制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反之，若 β1 显

著为正或不显著，则表明经济增长目标约束能显著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或对绿色全要素生

产率的影响不显著。
( 二) 数据与变量说明

本文以中国 2000—2017年 30个省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①，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
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以及各省统计年鉴，部分
缺失值统一采用插值法进行补充。关于模型中的各类变量，具体说明如下。

1．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GTFP)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具体测算方法如下: 假设系统中存在 k 个决
策单元( DMUi，i = 1，2，L，k) ，每个决策单元在生产过程中投入 N种非零生产要素 x = ( x1，x2，L，
xN ) ∈ ＲN

+，生产出M种期望产出 y( y1，y2，L，yM ) ∈ ＲM
+ 和 I种非期望产出 b = ( b1，b2，L，bI ) ∈ ＲI

+。
在生产可能性集满足闭合、有界和凸性，期望产出满足强可处置性、非期望产出满足弱可处置性，期望
产出和非期望产出满足零结合性公理的条件下，生产可能性集可以表示为:

P( X) = { ( x，y，b) :∑ K

k = 1
zkxkn ≤ xkn，∑ K

k = 1
zkykm ≥ ykm，∑ K

k = 1
zkbki = bki，zk ≥ 0;

k，n，m，i}
( 2)

其中，zk 表示每个决策单元的权重。Chung and Fare［26］ 引入了方向性距离函数( Directional
Distance Function，DDF) ，以期在增大期望产出的同时减小非期望产出，DDF的定义为:

D
u
( x，y，b: gy，－ gb ) = max{ β: ( y + βgy，b － βgb ) ∈ P( X) } ( 3)
其中，g = ( gy，－ gb ) 为方向向量，β为距离函数值。由于传统的 Malmquist-Luenberger( ML) 生产

率指数测算结果不具备传递性，且存在线性规划模型无可行解的问题，故 Oh［27］提出了基于全局参比
的 Global-Malmquist-Luenberger( GML) 生产率指数，该方法能够有效弥补 ML生产率指数存在的缺陷。
GML指数定义如下:

GMLt，t +1( xt，yt，bt，xt+1，bt+1 ) =
1 + D

→G( xt，yt，bt )

1 + D
→G( xt+1，yt+1，bt+1 )

( 4)

上式中，D
→G( x，y，b) 是在全局生产可能性集PG( X) 下定义的全局DDF，GMLt，t +1表示第 t到第 t +

1期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ML ＞ 1、GML = 1和 GML ＜ 1分别表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上升、不变和下
降。
根据上述方法，本文从投入和产出两个方面选取指标，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度。投入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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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省份实际上包含了省、直辖市和自治区，为了便于说明，本文统称为省份。此外，本文的研究样本中不包含香港、澳门和台湾地
区，同时由于西藏数据严重缺失，未被纳入本文的研究样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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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包括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和能源投入。劳动投入以就业人数衡量; 资本投入以实际资本存量衡
量，资本存量采用永续盘存法估计，具体公式为 Kt = It + ( 1 － δ) Kt－1，其中，It 表示第 t年的固定资
本形成总额，并使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换算成 2000 年不变价，δ 表示固定资产折旧率，借鉴张
军等［28］的研究，本文将固定资产折旧率统一设定为 9．6%，此外，期初资本存量的估计遵循 Hall and
Jones［29］的做法，计算公式为 K0 = I0 / ( g + δ) ，g表示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在样本期内的年实际平均增
长率; 能源投入以能源消费总量衡量。产出指标包括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两类。期望产出以实
际 GDP 衡量，具体通过 GDP 平减指数换算成 2000 年不变价; 非期望产出使用工业固体废物排放
量、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和工业烟粉尘排放量四个指标合成的综合污染指数衡
量，污染指数的计算采用熵值法。
最终，本文基于上述方法和指标，测度了中国 2000—2017 年 30 个省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值得

说明的是，由于 GML 指数反映的是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相对大小而非绝对大小，故借鉴 Xin and
Qu［30］、彭小辉和王静怡［31］的研究，以 2000年为基期进行累乘，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转化为累积绿色
全要素生产率，作为模型的被解释变量进行实证分析。

2． 经济增长目标( Target)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经济增长目标，其数据整理自各省历年《政府
工作报告》，由于个别省份仅在五年规划的开局之年报告了经济增长目标，而没有明确当年的经济增
长目标，本文以五年规划的经济增长目标代替当年经济增长目标［32］。

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类别 变量 符号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GTFP 540 0．895 0．205 0．509 1．708
解释变量 经济增长目标 Target 540 0．096 0．016 0．055 0．150

控制变量

服务业发展水平 Industry 540 0．413 0．084 0．286 0．806
对外开放 Open 540 0．317 0．399 0．017 1．799
人力资本( 年) HC 540 8．454 1．072 5．438 12．665
基础设施( m2 ) Ｒoad 540 12．301 4．454 3．900 25．820

3． 控制变量。借鉴
已有研究，本文主要控制

以下变量: ①服务业发展
水平 ( Industry ) ，以第三
产业增加值与 GDP 之比
衡量; ②对外开放水平
( Open) ，以进出口总额与
GDP 之比衡量，其中，进
出口总额使用历年平均

汇率换算成人民币计价;③人力资本水平( HC) ，以人均受教育年限衡量，具体计算公式为: ( 小学人口
×6+初中人口×9+高中人口×12+大专及以上人口×16) /6 岁及以上人口数; ④基础设施水平( Ｒoad) ，
以人均拥有道路面积衡量。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1。
四、实证分析
( 一) 基准回归与内生性问题

表 2报告了基准回归结果。第( 1) 列为仅控制省份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的 OLS估计结果，可
以发现，经济增长目标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且通过了 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第( 2) 列在第( 1) 列基
础上加入了服务业发展水平等控制变量，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依然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
明经济增长目标会显著降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为了控制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借鉴徐现祥等［33］的做法，选择滞后一期的经济增

长目标( L．Target) 作为工具变量，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估计结果见表 2 第( 3) ～ ( 6) 列。
第一阶段估计结果显示，工具变量与核心解释变量高度相关，同时，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

Kleibergen-Paap rk F( ＲKF检验) 统计量均远大于 16．38 的临界值［34］，拒绝“存在弱工具变量”的原假
设。第二阶段估计结果显示，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经济增长目标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再次支
持了假说 1，说明经济增长目标会抑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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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基准回归与内生性问题

变量
OLS估计结果

( 1) ( 2)

工具变量估计结果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 3) ( 4) ( 5) ( 6)

Target －1．285＊＊＊ －1．274＊＊＊ －1．497＊＊＊ －1．427＊＊＊

( －3．18) ( －3．33) ( －2．92) ( －2．84)
L．Target 69．326＊＊＊ 67．113＊＊＊

( 20．89) ( 18．94)
Industry 0．025 －2．547＊＊ －0．187

( 0．19) ( －2．03) ( －1．51)
Open －0．031 －0．222 －0．026

( －0．93) ( －0．72) ( －0．89)
HC 0．158＊＊＊ 0．332* 0．149＊＊＊

( 8．00) ( 1．85) ( 8．58)
Ｒoad －0．012＊＊＊ －0．010 －0．013＊＊＊

( －6．77) ( －0．61) ( －7．94)
Constant 1．108＊＊＊ 0．090 2．437＊＊＊ 1．280 1．614＊＊＊ 0．142

( 29．48) ( 0．58) ( 7．63) ( 0．59) ( 41．20) ( 0．60)
ＲKF检验 258．232 216．227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540 540 510 510 510 510
Ｒ2 0．296 0．433 0．829 0．832 0．869 0．897

注: 括号内为 t值，* 、＊＊和＊＊＊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 二) 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基准回归结果的可靠性，本文进一步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稳健性检验。
1． 替换被解释变量。为避免指标选取对估计结果可能产生的影响，本文通过更换非期望产出指

标来计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而对基准模型重新估计。具体而言，本文借鉴葛鹏飞等［5］的研究，以
二氧化碳排放量( 百万吨) 作为非期望产出来计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各省二氧化碳排放量数据来自
CEADs数据库，由于该数据库目前仅公布了 2000—2015年的数据，故本文仅使用 2000—2015 年的研
究样本进行稳健性检验，估计结果见表 3第( 1) 列。可以发现，经济增长目标的估计系数为－2．207，且
通过了 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支持了本文的研究结论。

2． 替换核心解释变量的衡量方式。对上级政府设定的经济增长目标进行“加码”是中国经济发展
过程中的一个普遍现象，而“加码”程度的高低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下级政府面临的经济增长压力，从
而可以较好地反映经济增长目标。为此，本文借鉴余泳泽等［35］的研究，使用经济增长目标“层层加
码”程度代替经济增长目标作为解释变量进行估计，“层层加码”程度的计算公式为:

Chargeit = ( Targetit － NTargetit ) /NTargetit ( 5)
其中，Target和NTarget分别表示省级和国家层面的经济增长目标，Charge表示“层层加码”程度，

其值越大，意味着“加码”程度越高，估计结果见表 3 第( 2) 列。估计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
系数依然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再次表明经济增长目标会抑制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

3． 消除异常值影响。为了消除异常值对本文估计结果可能产生的影响，本文对模型中所有变量
进行 1%水平的 Winsorize处理，并重新进行估计，估计结果见表 3第( 3) 列。可以看出，经济增长目标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且通过了 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再次支持了本文的研究结论。

—201—



JOUＲNAL OF NANJING UNIVEＲ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表 3 稳健性检验

变量
替换被解释变量 替换解释变量 消除异常值影响 平抑经济周期 考虑党代会周期

( 1) ( 2) ( 3) ( 4) ( 5)

Target －2．207＊＊＊ －1．309＊＊＊ －1．561＊＊ －1．274＊＊＊

( －5．93) ( －3．36) ( －2．04) ( －3．33)
Charge －0．093＊＊＊

( －3．23)
D －0．462＊＊＊

( －8．86)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N 480 540 540 180 540
Ｒ2 0．362 0．432 0．433 0．516 0．433

注:括号内为 t值，* 、＊＊和＊＊＊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限于篇幅，省略了常数项和控
制变量的估计结果，备索。

4． 平抑经济周期。考虑到本文的研究样本包含 18 年的数据，时间跨度较长，估计结果可能受到
经济波动等因素的影响，故在稳健性检验中，本文遵循现有研究通常的做法，对所有变量以 3 年为 1
个周期取平均值，重新进行估计，估计结果见表 3第( 4) 列。研究结果显示，经济增长目标的估计系数
仍然显著为负，进一步支持了经济增长目标会抑制绿色发展水平提升的研究结论。

5． 考虑党代会周期。五年一次的全国党代会会影响地方政府经济增长目标的制定［36］，从而可能
对本文的估计结果产生影响。为此，本文设定了党代会虚拟变量 D，若所处年份为 2002 年、2007 年、
2012年和 2017年，则 D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并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加入党代会虚拟变量进行估
计，估计结果表 3第( 5) 列。估计结果显示，经济增长目标的估计系数依然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
再次印证了本文的研究结论。此外，党代会虚拟变量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党代会年份经济增长
目标对绿色发展的抑制作用高于非党代会年份。其原因可能是在党代会年份，地方政府将更多的资
源投入到经济增长，而忽视了绿色发展。
( 三) 作用机制分析

以上研究表明，经济增长目标对地区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产生了明显的抑制作用。为了进一步
揭示经济增长目标抑制绿色发展的内在作用机制，本文借鉴 Baron and Kenny［37］的研究，运用中介效
应模型对作用渠道进行检验。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GTFPit = β0 + β1Targetit + β2Xit + μi + ηt + εit ( 6)
Mediationit = δ0 + δ1Targetit + δ2Xit + μi + ηt + εit ( 7)
GTFPit = φ0 + φ1Targetit + φ2Mediationit + φ3Xit + μi + ηt + εit ( 8)
其中，Mediation为中介变量，其余变量的含义与模型( 1) 一致。根据假说 2，本文分别从技术效

应、结构效应和土地财政效应三个方面进行检验。中介效应的检验过程如下［38］: 第一步，估计模型
( 6) ，检验经济增长目标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总效应 β1，若 β1 显著，则进行第二步估计。第二步，估
计模型( 7) 和模型( 8) ，观察系数 δ1 和 φ2 的显著性，若二者均显著，则进行第三步估计。第三步，观察
模型( 8) 的估计系数 φ1的大小，若 φ1显著且与 β1符号相同，同时，φ1的绝对值小于 β1的绝对值，则说

明中介效应的存在。根据基准回归的估计结果，β1 = － 1. 274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①，因此，在后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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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由于数据的显著，本文对土地财政效应的检验采用的是 2000—2016年的研究样本，而在该研究区间，本文估计发现，β1 = － 1. 434

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因此后文在使用中介效应检验土地财政效应时，第三步的估计只需满足 φ1 的绝对值小于 1．434即可。



聂长飞，冯 苑 经济增长目标约束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机制检验过程中，主要是估计模型( 7) 和模型( 8) ，观察系数 δ1、φ2和φ3的显著性，并判断φ1和 β1的符

号以及二者绝对值相对大小即可。
中介变量的选取如下: 第一，技术效应( Innovation) ，现有研究通常使用专利数量对科技创新水平

进行衡量，由于专利申请量中可能包含一些虚假专利和不合格专利［39］，因此本文使用每万人专利授

权数表示技术创新; 第二，结构效应( Upgrade) ，借鉴干春晖等［40］ 的研究，本文使用第三产业增加值与
第二产业增加值之比表示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 第三，土地财政效应( Land) ，借鉴鲁元平等［41］ 的研
究，本文使用土地出让收入与财政预算收入之比表示地方政府土地财政依赖度。其中，专利数据、产
业增加值数据和财政预算收入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土地出让收入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土资
源统计年鉴》。值得说明的是，由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对土地财政效应的检验采用 2000—2016 年的
研究样本。

表 4 作用机制分析

变量
Innovation GTFP Upgrade GTFP Land GTFP

( 1) ( 2) ( 3) ( 4) ( 5) ( 6)

Target －12．592＊＊＊ －0．826＊＊ －1．707＊＊＊ －1．007＊＊＊ 2．038＊＊＊ －1．348＊＊＊

( －2．77) ( －2．36) ( －3．03) ( －2．67) ( 2．88) ( －3．46)
Innovation 0．036＊＊＊

( 10．29)
Upgrade 0．156＊＊＊

( 5．22)
Land －0．042*

( －1．67)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540 540 540 540 510 510
Ｒ2 0．589 0．534 0．808 0．463 0．545 0．425

注:括号内为 t值，* 、＊＊和＊＊＊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
著。限于篇幅，省略了常数项和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备索。

表 4 报告了中介效
应模型的估计结果。第
( 1) 列估计结果显示，经
济增长目标对区域创新

水平的影响显著为负，

经济增长目标越高，每

万人专利授权数越少，

意味着经济增长目标对

区域创新具有抑制作

用; 第( 2) 列估计结果显
示，科技创新水平的提

高能显著提高地区绿色

全要素生产率。同时，
第( 2) 列经济增长目标
的估计系数为 － 0． 826，
其绝对值小于 1．274，说
明经济增长目标会通过

抑制创新水平的提高来

阻碍地区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技术效应得以验证。
从第( 3) 列可以看出，经济增长目标对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的估计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

说明经济增长目标不利于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第( 4) 列估计结果显示，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对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估计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产业结构高级化促进了地区绿色发展水
平的提升。同时，第( 4) 列经济增长目标的估计系数为－1．007，其绝对值小于 1．274，说明经济增长目
标会通过抑制产业结构升级来阻碍地区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支持了结构效应的存在。
在第( 5) 列中，经济增长目标对地方政府土地财政依赖度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经济增长目

标显著推动了土地财政，提高了地方政府土地财政依赖度; 在第( 6) 列中，土地财政依赖度对绿色全要
素生产率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土地财政不利于地区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同时，第( 6) 列经济
增长目标的估计系数为－1．348，其绝对值小于 1．434，说明经济增长目标会通过增加地方政府土地财
政依赖度来阻碍地区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印证了土地财政效应的存在。
( 四) 异质性分析

上文分析了经济增长目标对绿色发展的总体影响，并进一步探究了经济增长目标影响绿色发展

的作用机制，但经济增长目标对绿色发展的影响可能具有异质性。为此，本文分别从地区异质性、经
济发展阶段异质性以及经济增长目标完成情况异质性三个方面进行检验。

—401—



JOUＲNAL OF NANJING UNIVEＲ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1． 地区异质性。中国不同地区经济增长、绿色发展等差异较大，从而经济增长目标对绿色发展的
影响可能有所不同。为此，本文将研究样本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①，分别进行估计，估计结果
见表 5第( 1) ～ ( 3) 列。可以发现，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目标的估计系数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但中
部和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目标的估计系数均不显著，意味着经济增长目标对绿色发展的抑制作用主要

存在于东部地区，而在中部和西部地区这种抑制作用尚未显现。之所以存在这种异质性影响，可能是
因为相对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拥有更好的政府财力，从而可以投入更多的资源用于经济建设，在

经济增长目标的驱动下，东部地区的投资增长更快［13］，对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等负面影响更大，
从而对绿色发展水平的抑制作用也越大。

2． 经济发展阶段异质性。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发展关注的核心目标有所不同。2012 年
以来，中国政府明显更加强调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对绿色发展的重视程度更大，相应地，对经济增

长速度的要求也在逐步降低。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2005—2011年连续 7年，中国国家层面的经济
增长目标均被设定为 8%，在 2012年被调低至 7．5%。同时，2012年，党的十八大首次将生态建设纳入
中国经济发展“五位一体”总布局; 2013 年，中组部对地方官员考核体系做出了结构性调整，明确提出
弱化 GDP 增长指标，同时加大环境保护等指标的权重［42］; 2015 年，习近平同志提出“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绿色发展成为指导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基本理念之一; 在 2017 年党的十
九大之后，“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更是被多次提及。可以看出，2012 年之后，中央政府在
调低经济增长目标的同时更加注重绿色发展，从而经济增长目标对绿色发展的影响可能有所改变。
为此，本文将研究样本划分为 2000—2011年和 2012—2017年两个阶段，分别进行考察，估计结果见表
5第( 4) ～ ( 5) 列。结果显示，2000—2011年，经济增长目标对绿色发展的估计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
著为负，但 2012—2017年经济增长目标的估计系数不再显著，说明经济增长目标对绿色发展的影响
因经济发展阶段不同而异，2012年之后，经济增长目标对绿色发展的抑制作用并不存在。这一研究结
论也说明经济增长目标与绿色发展之间并非完全对立的，政府完全有可能在完成经济增长目标的同

时而不降低绿色发展水平，关键在于如何在经济增长目标与绿色发展之间寻找到一个平衡点。

表 5 异质性分析

变量
东部 中部 西部 2000—2011年 2012—2017年 完成 未完成

( 1) ( 2) ( 3) ( 4) ( 5) ( 6) ( 7)

Target －2．050＊＊ －0．321 0．602 －2．975＊＊＊ 0．109 －2．534＊＊＊ －0．243
( －2．36) ( －0．53) ( 1．21) ( －6．04) ( 0．36) ( －5．45) ( －0．40)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198 144 198 360 180 427 113
Ｒ2 0．478 0．819 0．587 0．368 0．612 0．359 0．827

注:括号内为 t值，* 、＊＊和＊＊＊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限于篇幅，省略了常数项和控

制变量的估计结果，备索。

3． 经济增长目标完成情况异质性。经济增长目标完成与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地方政府对经济
增长的关注度。从理论上讲，如果地方政府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完成经济增长目标上面，就会相应地
减少对绿色发展的投入，从而可能侵蚀绿色发展水平，抑制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 相反，如果地方政府

并未投入过多的资源来完成经济增长目标，经济增长目标对绿色发展的侵蚀作用可能会降低，甚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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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东部地区为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 中部地区为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
湖南; 西部地区为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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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存在。现有文献的研究结果也支持了上述逻辑。例如，徐现祥等［33］研究发现，当经济增长目标与
实际 GDP 增速之比高于样本均值时，经济增长目标对经济发展质量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当经济增
长目标与实际 GDP 增速之比低于样本均值时，经济增长目标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不显著。余泳泽
等［35］的实证结果显示，经济增长目标超额完成度越高，经济增长目标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抑

制作用越强。为此，本文以“当年 GDP 实际增速减经济增长目标之差”来衡量地方政府是否完成经济
增长目标，若该值不小于 0，则视为“完成经济增长目标”; 若该值小于 0，则视为“未完成经济增长目
标”。根据经济增长目标完成与否，本文将研究样本划分为两组，估计结果见表 5 第( 6) ～ ( 7) 列。可
以发现，对于完成经济增长目标的省份而言，经济增长目标的估计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 而对
于未完成经济增长目标的省份而言，经济增长目标的估计系数虽然为负，但不显著，说明经济增长目

标对绿色发展的抑制作用主要存在于完成经济增长目标的省份中。因此，如果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
时，不一味“紧盯”经济增长目标，则可能消除经济增长目标对绿色发展的抑制作用。这一研究结论也
启示我们，不应以 GDP 作为政府官员绩效考核的唯一标准，应适当调整政府官员考核体系，多元化政
府官员的考核指标，以消除经济增长目标带来的负面影响。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实行经济增长的目标管理。经济增长目标在调动地方政

府经济建设热情、推动地区经济增长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影响也逐渐从单纯的经济绩效领域
渗透到经济发展的其他领域，并将进一步影响绿色发展。然而，现有研究尚未关注经济增长目标可能
存在的绿色发展效应。为此，本文借助中国 2000—2017年省际面板数据，在运用 DDF-GML生产率指
数测度各省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经济增长目标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

作用机制，得到以下三点研究结论: ( 1) 经济增长目标显著抑制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这一研究
结论经过工具变量估计和多种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 2) 经济增长目标会通过技术效应、结构
效应和土地财政效应三条途径降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3) 在所处地区、所处经济发展阶段以及经济
增长目标完成情况不同的省份，经济增长目标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异质性。结合上述结
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方面，中国政府在制定经济增长目标时，不应一味追求高 GDP 增速，而是要结合中国经济发展
的特定阶段，平衡好经济增长目标与绿色发展之间的关系，以防过高的经济增长目标抑制了绿色发展

水平提升。同时，地方政府应理性设定经济增长目标，避免在上级政府制定的经济增长目标基础上进
行非理性“加码”。为此，应适当弱化 GDP 指标在政府官员考核中的权重，建立包含绿色发展指标在
内的多元化政府官员考核指标体系，并根据不同地区的发展实际和特色优势，在对不同地区政府官员

考核时引入不同的考核体系，不断完善新时代政府官员考核体制。
另一方面，要进一步探索提升绿色发展水平的多维途径。本文研究发现，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能

推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但基础设施建设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抑制作用; 本文的机制分析发

现，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高级化能显著推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土地财政则会降低绿色全要素

生产率。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要加大对教育和科技等方面的投入，努力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和科技
创新水平; 要大力发展高端产业和新兴产业，努力提高产业结构水平; 同时，政府要集约使用土地，避

免过高的土地财政依赖度，在推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应注重环境保护，避免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对绿

色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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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Grow th Target Constraint and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NIE Changfei1，FENG Yuan2

( 1．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hool，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China;
2． School of Finance，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Wuhan 430073，China)

Abstract: Based on inter provincial panel data of China from 2000 to 2017，this paper uses DDF-GML productivity index
to measure the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each province，and further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of the economic growth target
on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nd its internal mechanism．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arget of economic growth significantly
inhibits the improvement of green development level，and instrumental variable estimation and a series of robustness tests show
that the results of this paper are robust． Mechanism test finds that the economic growth target will reduce the level of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hrough three ways: technology effect，structure effect and land finance effect．Heterogeneity analysis finds
that the impact of the economic growth target on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s heterogeneous in different regions，stages of e-
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rovinces with different economic growth go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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